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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年来中国港台地区的史学史研究   

作者：胡逢祥、李远涛    

 

    [摘 要]五十年来．中国港台地区的史学史研究成绩斐然，在资料、观念、研究视角以

及西方当代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引入方面都颇具特色。本文分三个时期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

港台地区的史学史研究成就和特点作了评述。指出．在60年代以前，其研究仍属40年代大

陆风格的延续；至70年代中期后，始进入较大发展时期，研究队伍扩大，视野日见开阔，

方法上亦一破过去偏重文献考证的路数，趋向于多元化；90年代以后，除研究广度有显著

推进外，更因政治格局和文化思潮的变动而显示出一些值得注意的新特点。 

    [关键词]香港；台湾；中国史学史；外国史学史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港台地区的史学史研究，就其渊源而论，本为大陆现代史学之

延伸，只因其所处的特殊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态环境，遂形成了与大陆不同的另一种发展格

局。了解并研究这一发展过程和特点，对于扩大我们的视野，推进目前的史学史学科建

设。应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港台地区从事史学史研究的不仅人数少，且多为大陆移居当地

的学者，如台湾的李宗侗、沈刚伯、赵铁寒、宋晞、蓝文徵和香港新亚书院的钱穆等。其

研究的内容与方法，亦保持着大陆三四十年代以来偏重历史文献学的风格。稍后，才有台

湾大学或新亚书院毕业的新军加入其中，如杜维运、王德毅、许冠三、汪荣祖、余英时、

逯耀东等。但直至70年代前期，其地从事史学史研究的专业人员依然不多，研究的范围也

不广。据统计，台湾出版的《大陆杂志》在1950—1970年的二十年间，发表的论文总数为

3724篇，其中有关史学史的仅26篇，约占0．7％，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时期史学史研

究的薄弱状况[1](P175—177)。至于外国史学史方面，更鲜有值得称道的研究成果。 

    其时，史学史方面稍具系统的仅有李宗侗的《中国史学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

委员会，1955)和钱穆的《中国史学名著》（台北三民书局，1973)等寥寥数种。其中，李

著约15万字，分20章对中国史学的演变作了概述，全书框架大致与金毓黻《中国史学史》

相近，内容也不出历史编纂学和文献学范围，且强调“史之足重者，尤当在于记载之真

实，若能文笔奇伟，记事翔实，两者均兼，斯为上矣。若不能此，宁留翔实而略奇伟”；

又谓，司马光之《通鉴考异》“既合于新史学之观点，实足为以后作者之楷范矣。吾于书

中专论《通鉴》二章，盖以此矣”[2]（<自序>)。可见其书重心之所在。钱著则以中国史

学名著的解析为基本线索，对中国史学的源起、史书体裁及其观念的演变等作了讨论，力

求从传统学术的整体发展背景中去把握史学的特征，表现出其注重学术传承、讲求通识和



经世的治学风格。 

    在专题研究方面，较有影响的则有吕谦举的《两晋六朝的史学》(香港《人生》半月

刊22卷1期，1961)、逯耀东的《论魏晋史学的转变及其特色：以杂传为范围所作的分析》

(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博士论文，1970)、陈芳明的《北宋史学的忠君观念》(台湾大学历史

学系硕士论文，1972)、杜维运的《清乾嘉时代之史学与史家》(台湾大学文史丛刊之一，

1962)，以及对袁宏、范哗、欧阳修、吕祖谦、李焘、刘恕、崔述、章学诚等史家及其史

著的讨论。其中不少论著内容厚实，有的还在研究视角上作了新的探索。如吕谦举在60年

代中期发表的《宋代史学的义理观念》和《中国史学思想的概述》两文(分载于香港《人

生》半月刊1964年总327期和1965年总342期)，对过去较少讨论的传统史学思想演变线索

作了梳理，认为“中国史学思想统摄了天道、人道、治道三大理型。天道在变易中见，人

道在善恶中见，治道在兴亡中见。治道是人道的实践，人道是天道的主体，天道是人道的

法则”[3](P1075)，它集中表现在中国史学特有的义理观上。这种义理，主要“包含了两

个物事，一为事理的义理，一为道德的义理。事理的义理重在兴亡成败因果关系的叙述，

道德的义理重在善恶休咎的大义褒贬。道德的义理影响事理的义理，事理的义理是道德义

理的总结”[4](P402)。 

    有关中国近代史学史的研究，则仅有周应龙的《魏源学案略稿》(《复兴冈学报》第3

期，1963)、吴蔚若《章太炎之民族主义史学》(《大陆杂志》13卷6期，1956)、汪荣祖的

《梁启超新史学试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1971)、王德毅所编

《王国维年谱》(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8)等少数论著，总体上尚处于一种起

步状态。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富有启示的见解。如牟润孙所撰《记所见之二十五年来史

学著作》一文对我国现当代(1938—1964)史学发展作出的评论。他认为，抗战以后，史学

界独重史料考据实证的风气开始有所转变，出现了要求关注时局，继承传统文化精神，以

史学经世报国的趋势。而战后旅美的中国史家，如杨联升、何炳棣、房兆楹、萧公权、瞿

同祖、刘子健等，注意运用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解释中国历史问题，成就显著，尤值得我

们思索。今后中国史学的发展，要当以社会科学为治史基础，方能跻身世界史学之林[3]

(P1148—1149)。证之后来港台史学的发展，这一判断，应当说是颇具前瞻性的。 

    大致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港台地区的史学史研究才进入了一个比较大的发展时

期。这种发展，既是学术力量本身积累的结果，也与其时当地整个史学的发展背景有着密

切关系。从学术自身的因素审视，这种发展势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史学史学科队伍的明显扩大。60年代以后，随着台湾经济实力的增强和高等教育

规模的迅速扩张，历史教育机构除50年代已有的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和东海大学三校

外，文化学院、辅仁、政大、中兴、成大、淡江和东吴等高校也纷纷设置历史学系，并有

不少学校开设了史学史课程，由此直接为相关专业人才的训练培养和充实创造了条件。至

70年代前期。除前述一些开风气的人物外，更有阮芝生(1972年博士)、张元(1974年博

士)、李东华(1973年硕士、1980年博士)、黄俊杰(1973年硕士、1980年博士)、陈锦忠(19

74年硕士、]980年博士)、黄进兴(1974年硕士)等一批历史学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毕

业，加入到该领域的研究，在整个港台地区形成了一支相当整齐的专业学术队伍。 

    二是研究工作日趋规模化。在基础资料建设方面，如杜维运、黄进兴、陈锦忠选编的

《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共三册，华世出版社，1976、1980)和阮芝生、王寿南、王德

毅、王尔敏选编的《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3)等，对清末以来中



国史学史研究的主要成果作了较为系统的汇集和总结，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便利的

参考依据。在专业学术活动方面，则组织了一系列国际性学术会议，其中尤以台中中兴大

学历史系举办的四次中西史学史研讨会最具影响。其中，第一届会议(1985年)到会的国内

外专家达40多人，发表论文10篇(《中西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南久洋出版社，198

6)；第二届会议(1986年)发表论文14篇(《第二届中西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中兴大学

历史学系，1987)；第三届会议(1990年)发表论文21篇(《第三届史学史国际研讨会论文

集》，台中青峰出版社．1991)；第四届会议(1998年)专门讨论“人物与历史撰述”(会议

论文集尚未出版)。随着会议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参加人员更具世界性，论题也一届比一届

更为广泛和深入，其研究范围也较以前大为开阔。特别是这一时期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研

究，几乎各个断代和领域都有相当数量的论著问世。如通论古代或一朝史学趋势者有雷家

骥《中古史学观念史》(学生书局，1990；该书主要内容已于1983—1989年间刊出)、陈锦

忠《中国上古史学的萌芽期》(东海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74)、逯耀东《魏晋史学

的思想与社会基础》(东大图书公司，1989)、林庆彰《明代考据学研究》(学生书局，198

7)、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东大图书公司，1984)、古伟瀛《从考据到科学方法》

(《近代中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等；讨论史官制

度及官修史的有陈锦忠《先秦史官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博士论文，198

0)和《周代史官的职掌与其性格的演变》(载《第二届中西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张荣

芳《唐代的史馆与史官》(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84)、王明荪《辽金之史馆与

史官》(《国史馆馆刊》复刊第6期，1989)和《金修国史及金史源流》(《书目季刊》22卷

1期，1988)等；专论史书体裁与编纂学的有蔡学海《纪事本末史研究》(《淡江学报》总1

9期，1982)和《编年史研究》(《书目季刊》18卷1期，1984)、王明荪《从学术史著作之

渊源看学案体裁》(载《中西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等；有关各时期史家或史著的专题研

究，数量更巨，其内容自先秦时期的《春秋》、《左传》直到明清时期的王世贞、顾炎

武、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赵翼等，均有涉略。这些，都为今后编写更为系统的中国

史学史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港台地区史学风气的转变，也给史学史的研究以不少新的刺激与

驱动。众所周知，20世纪5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史学的主流原本一直掌控在史料考证派手

中。但自60年代起，这种局面逐渐难以维持。这是因为，该派原先取得的巨大成功主要得

益于大陆丰富的现代考古学资源，当其主力移居台湾后，这一优势便不复存在，以致治学

规模日见局促。而其治史专重史料考订和古史研究，偏于细琐事物辨析而疏于整体历史理

解的做法，也弊端日显。加之西方最新史学理论与方法不断输入的影响，学术界遂起人心

思变之局。1964年以后，《思与言》杂志(创刊于1963年2月15日)首先对史料考证派的理

论提出了公开批评。随着讨论的深入，至70年代，“史料学派的观念和方法渐被扬弃，而

解释史学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具体来说，这一史风的转变，一方面表现出“史学界脱出

史料学的羁绊后对新理论及方法之追求，诸如如何借用社会学的理论与观念来研究历史，

量化研究方法的介绍与应用，以及行为科学理论(如心理史学)的介绍等都是。其次是社

会、经济史研究的受重视，这是五十年代以来提倡以社会科学方法治史所产生的影响”

[5](P77—78、80—81）。 

    在这种风气转变中，港台地区的史学史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是“史义”的发掘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治史当重“意义”之说，虽为钱穆等人一

贯强调，然而在史料考证派占居主流的境况下并未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史学史研究在较长

时期内偏重文献目录学及重述说而轻解释，也与此不无关系。至六七十年代，随着对史料



考证派的批评呼声渐起，除了钱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台北三民书局，1969)和《中国

史学名著》等论著中继续倡导此说外，台湾史学界的另一元老沈刚伯也在一篇题为《从百

余年来史学风气的转变谈到台湾大学史学系的教学方针》(《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创

刊号，1974)中作出了呼应，认为19世纪以后德国史学家因受“自然科学启示”而提出的

“历史决定论”(他称之为“史演论”)，无论是出于“唯心”还是“唯物”，都是对因果

律的滥用，如欲“建立一新而正当的史学以端人心而正风俗”，即应“讲求‘史义’以根

绝一切史演之学，并培养‘史识’以补考据之不足”。在这种学术氛围的烘托下，史学史

研究中的“史义”发掘意识得到了普遍加强。如杜维运在《清代史学与史家》中便特别指

出：“以原则而言，历史事实不可能脱离史家之解释而客观存在。中国叙事之史学作品

中，史家之解释，寓于其中，为极自然之现象。史家选择某种史实，而又将比较相类之史

实置于一起，史家之解释，自隐约于其中矣。惟中国史家，深觉‘史为记事之书’，每将

其解释隐藏于史实之后，让读者体会，而不明白揭出之。初视之，颇类断烂朝报，而实则

其精义存焉。此真非西方史家所能深晓者也。”[6](P16)余英时则在《中国史学的现阶

段：反省与展望》(《史学评论》创刊号，1979)中将中国现代史学的主要流派分成史料和

史观两大学派，认为他们分别代表了近代史学追求科学化的两个途径。但史料学派的史学

完全与时代脱节，史观学派的史学研究又与时代结合得过分密切，从发掘“史义”的角度

来审视，二者均存在严重的缺憾，所以，他希望今后的中国史学研究应当着力“使我们从

多方面去认清中国文化的基本型态及其发展的过程”，而“这种对过去的了解可以照明我

们今天的历史处境”。而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香港龙门书店，1977)、张元

《宋代理学家的史学观——以<资治通鉴纲目>为例》(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1975)、

李焯然《焦竑之史学思想》(《书目季刊》15卷4期，1982)、黄秀政《顾炎武的经世思

想》(《思与言》14卷4期，1977)、许冠三《王船山的历史学说》(香港活史学研究社，19

78)、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香港龙门书局，1976)、古伟瀛(从<廿二史札记>看赵翼

的史学观)(载《第二届中西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等论著，也都具有这种倾向。 

    其次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研究日趋升温。其中缘由，固非一端。但因批评史料考证

派而引发的学术界对近现代史学路向的整体反思，对此无疑是一有力的推动。比较明显

的，如70年代中期，便有中国文化学院的王吉林、马先醒、宋晞、程光裕等人撰文，对前

六十年国人研究史前史到明清各代史成绩作了总结反思(载《史学汇刊》第4卷，1974)。

而由程发韧主编《六十年来之国学》中的史学专册(正中书局，197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主持编纂的《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1988—1989)，以及高明士主编《中国

史研究指南》(共五册，联经出版公司，1990)中也均有与此相关的论述。这些基础性的资

料和文献目录清理工作，都为近现代史学史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与此同时，

一些研究性的论著也不断问世。其中以许冠三的《新史学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

社，1986—1988)最具系统。该书凡上下两册，分史学新义、考证学派、方法学派、史料

学派、史观学派(上、下)、史建学派、附录等八卷，按学派论述了20世纪初至80年代中国

史学的变迁，以及梁启超、张荫麟、王国维、陈垣、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陈寅恪、李

大钊、朱谦之、雷海宗、常乃德、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殷海光等各家成就。全书征

引广博，结构紧凑。其论述特重各家理论与方法的考察，并能结合具体的史学实践例证加

以深入剖析。为慎重起见，该书出版前，还曾将各章稿件分寄海峡两岸有关专家审阅，广

泛征求各方面意见。是以问世后，颇受学术界重视。汪荣祖在《五四运动与民国史学之发

展》(载《五四研究论文集》，联经出版公司，1979)中提出“近代史学的昌明光大，大致

根据三个基础：学院化、专业化和独立化”。他的这一见解对于观察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

极具理论价值。其余如汪荣祖的《史家陈寅恪传》(香港波文书局，1976)、余英时的《中

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王泛森的《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



987)。以及大量有关王国维、罗振玉、刘师培、胡适、傅斯年、张荫麟、雷海宗、柳诒

徵、钱穆、陶希圣、方豪等史学的讨论，也各具特色。在当代史学的研究方面，较具代表

性的则有逯耀东《中共史学的发展与演变》(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79)和《史学危机的呼

声》(联经出版公司，1987)、吴安家《中共史学新探》(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3)、李东

华《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华民国”历史学研究的发展》(《中国论坛》总241期，1985)、

黄俊杰《民国四十年至民国六十年之间国内史学思潮之激荡》(《史学评论》第6期，198

3)和《三十年来史学方法论研究的回顾与前瞻(1950—1980)》[1]等。上述研究，差不多

都能注意结合史学发展的现状，对其未来走势提出自己的判断或建设性意见。这一点，也

正可见其用意之所在。 

    最后是外国史学史和中外史学比较研究的兴起。这一时期，随着港台地区年轻一代史

家要求改革现状的呼声日高，以及一批欧美留学人员的回归和西方现代史学理论与方法的

更多输入，外国史学史和中外史学比较研究也日趋兴起。其中，对欧美史学史的研究，主

要论著有蔡石山《西洋史学史》(国立编译馆，1975)、王任光《西洋中古时代的基督教史

学》(《西洋史集刊》第1期，1989)、周梁楷《近代欧洲史家及史学思想》(唐山出版社，

1980)和《年鉴学派的史学传统及其转变》(《史学评论》第7期，1984)、阎沁恒《汤恩比

(即汤因比)与历史》(牧童出版社，1976)、林正珍《柯灵乌(即柯林武德)史学思想的研

究》(辅仁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2)、汪荣祖《兰克史学真相》(《食货》月刊5卷

1期，1975)和《白德尔(即布罗代尔)与当代法国史学》(《食货》月刊6卷6期，1976)，以

及孙同勋的《二十世纪的美国史学》、《美国进步史学初探》、《美国的新保守史学》、

《心理学理论在美国史研究上的应用及其得失》(分别载《美国研究》1卷1期、12卷1期和

3期、19卷1期，1971—1989)等。在日本史学的研究方面，成果较多的是高明士，他在

《大陆杂志》、《食货》月刊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论述战后日本史学界关于中国史研究的

论文，并结集出版了《战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一书(东升出版公司，1982；此书另有明

文书局1982年增订本和1987年二版、1996年修订四版)。 

    在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方面，早期所见仅余英时《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中

西历史哲学的一点比较》(《自由学人》3卷2—4期，1957)和沈刚伯《古代中西史学的异

同》(东海大学讲演稿，1965)等少数论文。此期的研究，从范围论，已较前宽广，其中成

就显著的当推杜维运和汪荣祖。杜维运在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

学》(东大图书公司，1981)和《中西古代史学比较》(东大图书公司，1988)两书，前者列

举史实，澄清了某些西方史家对中国传统史学存在的误解；后者从中西史学的起源、史学

原理的创获和史学著作成绩三方面展开比较，认为中国极早创获了纪实、阙疑、求真、怀

疑等重要的史学原理，基础深厚，范围广阔，意境深远，尤为壮观。而西方史学在问题的

追踪与阐释上，甚为精到，非中国所能企及。比较二者，进而会通融合，当为未来史学发

展之趋势。此外，他还作有《西方史学输入中国考》(《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第3期，

1976)一文，较为详细考察了1949年之前西方史学传入中国的情况。汪荣祖的《史传通

说——中西史学之比较》(联经出版公司，1988)，则以《文心雕龙·史传篇》为基础，分

列二十四题，对中西史学发展史和史学理论作了分析与比较。这些论著，都在不同层面上

深化了对中西史学的认识。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因受港台地区政治格局和文化思潮变迁的影响，史学史研究在

继续深入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风气转换的迹象。 

    1987年，台湾国民党政权宣布“解严”；1991年，复终止动员“勘乱”时期。自此，



两岸的史学史研究，不但在论文和资料交流上渠道渐显畅通，且得借研讨会和互访讲学等

方式，直接展开大陆、香港和台湾三地间的学者对话。近年赴台湾参加学术研讨会和讲学

的大陆著名史学史专家便有瞿林东、仓修良、蒋大椿、张广智等，而台湾方面来访的也有

王德毅、汪荣祖、王泛森、戴晋新等。在此基础上，有的还进而融会各方学术成果，发起

了合作研究。如大陆学者罗志田主编的《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

民出版社，2001)一书，便是大陆、台湾和美籍华裔三方学者通力合作的成果。这种情

况，对于促进整个中国的史学史研究事业，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从该时期港台地区发表的史学史研究成果看，无论在深度或广度上，均有相当的推

进。以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而论，不仅出现了杜维运《中国史学史》(该书为作者自印本，

台北三民书局总经销。已出版两册，内容自先秦迄于唐，第一册有1993年印本，第二册有

1998年印本)和潘德深《中国史学史》(五南图书公司，1994)等系统论述中国史学整体发

展趋势的著作，在各具体领域的专题研究方面，也形成了相当规模，如戴晋新的《先秦史

学史论稿——观念与方法》(台北国泰文化，2000)、耿慧玲的《金石学历史析论》(文化

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7)、黄兆强的《清人元史学探研——清初至清中叶》(台

北稻乡出版社，2000)等。 

    有关近现代史学史的专题研究，则从史家和史著的个案考察进一步扩展到史学思潮、

流派、学术机构与制度，乃至某些分支学科领域的成就和港台地区史学的总结等方面，收

获甚见丰厚。其中较引入注目的有彭明辉《疑古思想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台湾商务

印书馆，1991)、《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东大图书公司，1995)、《晚清的经世

史学》(麦田出版公司，2002)和《台湾史学的中国缠结》(麦田出版公司，2002)、赵庆河

《读书杂志与中国社会史论战(1931—1933)》(稻禾出版社，1995)、陈以爱《中国现代学

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台湾政治

大学历史学系，1999)、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远

流，2002)、周佳荣和刘咏聪主编《当代香港史学研究》(香港三联书店，1994)等专著，

以及杜正胜和王泛森编《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和黄克武《清代考证学的渊源——民初以来研究成果

之评介》(《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总11期，1991)、宋晞《民国以来的中国史学》(台北

国史馆发行，1999)、黄进兴《中费У乃匚；菏月邸靶率费А钡牡捌渌媪

俚睦Ь场?《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97)、查时杰《私立基督教燕京大学历史系所初

探》(《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总20期，1999)、林能士和胡春惠《四十年来大陆中国近

代史(1840—1949)研究之调查及评估——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中心的探讨》

(《中国大陆人文及社会科学发展概况》，台北政治大学学术研究发展委员会，1996)、杨

肃献《台湾的西洋史研究(1950—1995)》(《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总21期，1997)、周

梁楷《史学史研究的取向：1945年以来台湾史家的论述》(收入《中国史学史研讨会：从

比较观点出发论文集》，台北稻乡出版社，1999)、彭明辉《台湾地区的历史研究机构与

历史系课程(1945—1995)》(《政治大学历史学报》总16期，1999)和《台湾地区历史学研

究的量化考察：以五种学术期刊为分析对象，1945—2000》(《汉学研究通讯》20卷4期，

2001)、《台湾地区历史学期刊论文与博、硕士论文的量化比较，1945—2000》(《汉学研

究通讯》21卷2期，2002)、林正珍《台湾五十年来史学理论的变迁与发展：1950—2000》

(《汉学研究通讯》20卷4期，2001)等论文。 

    此外，由于其时港台地区的学术思潮出现了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并行的趋势，新课题

的拓展和本地史的研究风气日盛。以香港而论，其研究一方面在国际学术潮流的引领下



“向跨学科分支和比较史学发展，拓展中外文化交流史、全球华人史的研究和性别历史研

究”，另一方面以客家文化、香港企业及其社区文化、社团组织和社群为等重点的本地史

或区域史研究也有趋热之势[7][8]。这种变化，使港台地区的史学史研究出现了两个值得

注意的倾向：一是对本地史研究的回顾和总结明显加强。其中有关台湾史研究的回顾更

多，较著者有张炎宪《台湾史研究的新精神》(《台湾史料研究》创刊号，1993)、施志汶

《台湾史研究的反思——以近十年国内各校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为中心(1983—1992)》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学报》总22期，1994)、黄富三《从连雅堂到杨云萍——二十世

纪前半叶的本土台湾史研究》(“林本源中华文教基金会八十八年年会暨杨云萍教授之史

学与文学研讨会”论文，1999)、陈文彬编著《海峡两岸编写台湾史的反思与整合》(学生

书局，1997)、黄秀政和曾鼎甲《论近五十年来台湾方志之纂修：以<台湾省通志稿·人物

志>为例》(“中华民国史专题第四届讨论会：民国以来的史料与史学”论文，台北国史

馆，1997)，以及黄富三、古伟瀛和蔡采秀主编的《台湾史研究一百年——回顾与研究》

(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1998)等。这可以说是对80年代末以后台湾史研究日益

成为一门宣扬“本土意识”的显学所作出的呼应。二是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一部分史

学史论著的研究观念、方法和角度起了明显的转换。从国际学术界看，阶级、族群和性别

已成为近数十年来挑战历史研究与书写的重要分析工具[9]，而“受后现代史学洗礼的文

化史家集中在以下层弱势者的主观事物(文化)为分析对象”[10]，它不但促使历史研究通

过转换话题和角度得以拓展其研究领域，也使史学史研究萌发出一些与以往不同的关怀。

如随着妇女史研究的加强，李贞德先后撰写了《妇女、性别与五十年来的台湾方志》、

《妇女在家庭与社会中的角色——欧洲中古妇女史研究》(《新史学》4卷2期，1993)、

《最近中国宗教史研究中的女性问题》(《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2期，1994)、《超越

父系家族的藩篱——台湾地区的中国妇女史研究(1945—1995)》(《新史学》7卷2期，199

6)、《杰出女性、性别和历史研究》(《妇女与两性研究通讯》总50期，1999)等多篇回顾

性史学史论文，剖析历史记载及以往妇女史研究中的权势话语，凸显性别研究的重要意

义，认为“性别在今日对历史研究的提醒不仅限于发掘历史上的特异女性，也在于从女性

生命经验的角度重新检讨原先认为值得记载和研究的故事，并且因为这层检讨而重画历史

图像，重刻历史演变的轨迹”[9]。而祝平一回顾战后台湾渔业史的研究，主旨亦在发掘

历史意识是历史过程中权力关系的产物这一观念[11]。此外，值得注意的还有周梁楷倡导

的影视史学史研究，他发表了多篇论文，如《银幕中的历史因果关系：评论<谁杀了肯尼

迪>及<返乡第二春>》(《当代》总74期，1992)、《书写历史与影视史学》(《当代》总88

期，1993)、《影视史学、知识基础与课程主旨之反思》(《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总23

期，1999)、《影像中的人物与历史——以<白宮风暴>为讨论对象》(《中兴大学人文学系

学报》总32期，2002)。影视史学史并不是电影史，也不是运用影视来教学，而是从知识

论立场出发来研究电影、电视与历史，并涉及“非专业史家的历史文本，口语的、文字

的、图像的、包括静态的任何图像的历史文本”[8]，从这些图像历史文本中辨析出史学

观念和史学思想。 

    上述倾向及其研究趋势，都足以引起我们的进一步关注和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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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Historiography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District in Recent Fifty Y

ears

HU Feng-xiang, LI Yuan-tao

(1. Department of Histor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

a ;

2.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200001, China) 

Abstract:During past several deeacles, Hong Kong and Taiwan made good progress 

in study of historiography, not only in materials, concepts and angles of rese

arch, but also in introduction of historiography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the c

ontemporary Wes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ir achievements and features accor

ding to three periods. The study of historiography continued rnainland's style 

of 1940's before 1960's and approached into a greater develop- ment in mid- 19

70's, the research team turned stronger which span the wide array of research 

soope; the methods of research show an approach to diversifieation, which laid 

particular stress on textual research in past. In 1990' s, with the political 

change and cultural thoughts change, the study of historiography shows some ne

w approaches as while as making a good progress in the span of research scope. 

Key Words:Hong Kong; Taiwan ; Chinese historiography; Foreign histor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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